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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選本編纂出版的興盛，一方面是「新時期文學」創作

繁榮景象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對「文學新時期」的意識形態建構。本文通過梳理

1978至1989年間的文學年選、獲獎作品集以及思潮流派選本等幾種主要選本類

型，指出1980年代的文學選本是在「新時期共識」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知識份

子和廣大讀者三方面密切合作的產物。就發生學的層面看，文學選本分別從文學

資源的取捨、文學空間的開創和文學秩序的重建三方面有效參與了指向1980年代

文學場域的想像、追求和建構的過程。

關鍵詞：中國大陸文學　文學場域　新時期　選本編纂　意識形態建構

一　前言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雖然說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文學被視為「新時

期文學」而獲得了預想中的崇高地位，但所謂的「新」其實是相對且區別於

「十七年」（1949-1966）乃至文化大革命時期而言的。關於這一點，並非總是不

證自明。1980年代文學的發展總體上經歷了一個回歸、延續和發展十七年文

學傳統，進而從十七年文學傳統中掙脫以至創新的過程。這一情況表明，對

當時的人們而言，「新時期文學」更多是一個想像中的能指和構造物。在這中

間，選本編纂充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選本所選作品都是已經發表或出版過

的，其一旦被選中即意味着二度發表，體現的是編選者的主體性及其內在訴

求；也就是說，選本的出版，其實是一種既成事實和對事實的創造性想像與

敍述的合成物。從這個角度看，選本編纂的興盛一方面是「新時期文學」創作

繁榮景象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對「文學新時期」1的意識形態建構，其在

1980年代文學發生學上的意義不可忽視。

誠然，1980年代的選本不可能像古代選本那樣左右一個時代甚至數個世

代的文學閱讀和批評，但優秀的選本仍能影響或形塑文學史家的論述，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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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本（如《重放的鮮花》、《朦朧詩選》等）曾吸引過不少的研究者2，但真正

從相對完整的時段或整體的角度對1980年代文學選本展開研究的成果卻不多

見。這或多或少表明了一種誤解：以為蕪雜的選本儘管很多，但並不具備研

究價值。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從時代轉型的角度觀察便會發現，1980年代的

選本編纂之於彼時的文學創作，在發生學層面扮演着耐人尋味的角色。本文

擬從幾種主要類型的選本（如十七年文學作品選、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爭鳴作

品選、思潮選本、獲獎作品集、文學年選等）入手，綜合考察這兩者之間的錯

綜關係。這些選本所選作品大多為小說，因此本文主要以小說選錄情況作為

立論依據所在。

二　文學資源的選擇與1980年代文學的價值取向

1978年，《出版工作》刊登一封讀者來信，該讀者在拿到《建國以來短篇小

說》上冊時曾抱怨：「按照一般習慣，很想看一看記述本書編選經過的『前言』

或『後記』，然而找不到。雖然有一篇『出版說明』，但它是關於出版整套『文學

作品選讀』叢書的總說明，對了解如何編選本書幫助不大，因而也失去閱讀本

書的指導作用。」3這段話一方面表達了讀者在拿到書籍時的茫然困惑，另一

方面恰恰也表明了這套「文學作品選讀」不同於1950至70年代的文學選本的創

新之處。1950至70年代的文學選本大都有前言、後記之類體現編選者主觀意

圖的文字，這套「文學作品選讀」反其道而行之，僅有「整套『文學作品選讀』

叢書的總說明」。可以說，這種做法體現的正是一種作品選讀新模式的創

造——作品選本的出版中盡量抹去編選者的主觀痕迹，從而給人看似客觀的

效果。這是一種以「文獻」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歷史既成形態，客觀面目背後其

實可以暗含某種傾向。

對1950至70年代的文學選本來說，前言或後記之類的概述文字並非可有

可無。就其功能而論，這是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體現以及中共黨的意識

形態的表徵。這樣一種選本編纂模式，早在建國前後周揚編選的《解放區短篇

創作選》和邵荃麟、葛琴編選的《文學作品選讀》中就有呈現4。選本中的前

言、後記在闡明編選原則的同時，也提供了一種如何閱讀作品的方向和方式、 

方法。這一模式在建國以後被普遍採用並成為一種慣習和成規。選本中，前

言或後記的作用在於主流意識形態文學觀的傳達、文學規範與秩序的建構、

對作家創作的肯定和讀者閱讀的引導等四個方面。但這一模式在上海文藝出

版社出版的「文學作品選讀」叢書（包括《中國古典短篇小說》、《中國古典傳

記》、《建國以來短篇小說》、《中國現代短篇小說》、《中國現代散文》、《外國

短篇小說》等幾種）中被很大程度上擯棄不用。叢書的出版，只有一個共用的

總序之類的〈出版說明〉5：

我們出版《文學作品選讀》叢書，目的在使廣大業餘作者有所借鑒，能對

當前文藝創作起一點促進作用。叢書將選編思想性和藝術性都較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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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術論文 今天有一定學習借鑒價值的作品；同時也適當介紹一些不同流派、不同

風格，在文學史上都有一定代表性或產生過較大影響的作家作品。

問題的關鍵正在於這裏「不同流派、不同風格」雜糅共存的說法。就建國

後的文學實踐及其激進的現代性邏輯來看，「不同流派、不同風格」的訴求幾

近神話，此間雖然出現過1956年前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短暫局面，但

一體化卻是一以貫之的追求。1949年後不斷展開的批判運動，其目的正在於

確立單一流派、單一風格（即革命現實主義）的統治地位。從這個角度看，上

海文藝出版社「不同流派、不同風格」的訴求，其意義不可小覷：對於建構、

「促進」和推動「當前文藝創作」的轉型及其多重風格的呈現自有其價值。

就《建國以來短篇小說》上、中、下三冊而論，這套作品選本的獨特之處

表現在，除了收錄十七年時期的短篇小說以外，還把當時正在進行中的小說

創作納入「選域」範圍，例如選取了劉心武的《班主任》（1977）、宗璞的《弦上

的夢》（1978）等發表於「四人幫」被打倒後的作品6。換言之，這既是一部過

去時態的作品選本，也是正在進行的文學形態的反映。選本把兩個時代——

中間隔着「四人幫」文革時期——的文學連綴一起，兩者之間的並置及其彼此

互證的內在關聯，既有效地重構並肯定了十七年文學傳統，還表現出把當時

正在進行中的、未被充分接納的「傷痕」（「反思」）寫作納入這一傳統中的努

力。如若聯繫到傷痕寫作在當時引起的爭論，這一意圖可謂更為顯見。今天

看來，《建國以來短篇小說》的開創性意義正在於創造了十七年文學和1970、

80年代轉型期文學的並置形態，為建構轉型期文學的合法性提供了有效的策

略。這一模式被稍後不久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說選（1949-1979）》

（八卷）和《詩選（1949-1979）》（三卷）7，以及各省市出版的建國三十周年文

學選本所沿用，有效地參與了轉型期文學的想像和建構工作。

如果說對十七年文學作品的選編參與了對1970、80年代轉型期文學創作

合法性的建構，那麼1980年代初期關於外國現代派作品的編選則反映出對

1980年代文學「新質」的探索。從歷史的角度看，十七年文學作品選本的出版， 

接續並重申了現實主義傳統的合法性，而現代派作品選本的出版，則表現出

在現實主義之外的現代主義那裏尋找文學發展新資源的努力。這類選本有 

袁可嘉等選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八冊），以及《荒誕派戲劇集》、《歐美

現代派作品選》、《荒誕派戲劇選》、《意象派詩選》、《英美意象派抒情短詩 

集錦》、《外國現代派詩集》等8，其中以《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影響尤為深遠。

關於現代派作品的譯介和編選有如下背景：《外國文學研究》自1980年 

第三期以後發起了「關於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討論」，這一討論開始時主要局限

在學術理論界，後因徐遲〈現代化與現代派〉一文的發表，遂引起了所謂1982年 

「現代派風波」事件。這一事件暴露出中國學界在對西方現代派的認識上有着

深刻分歧9。《外國現代派作品選》整套書的出版正值事件前後。可以說，這

套叢書的出版正好見證了現代派在1980年代從不具備合法性，到引起爭論，

再到逐漸為人們接受的全過程。

與徐遲將「現代化」和「現代派」劃上等號來建構現代派合法性的做法不

同，《外國現代派作品選》採取了一種比較穩妥且辯證的策略。選本中包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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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前言、後記、各流派的述評、作家小傳和所選作品導讀等各類指導性文

字。其之所以如此「不厭其煩」，目的正在於建構現代派能被合法接受的「期待

視野」，以「指導」讀者如何閱讀。這裏的問題是，為甚麼同為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建國以來短篇小說》和《外國短篇小說》不用「指導」，而這套選本卻需

要「指導」呢？顯然，這與所選作品在當時的處境有關。如果說《建國以來短篇

小說》等選本旨在「撥亂反正」的話，那麼《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則意在「了解、

研究、借鑒」bk。

對於《建國以來短篇小說》等選本而言，其有無前言、後記，事實上並不

影響讀者的閱讀和接受。因為按照接受理論的觀點來看，這是一種在既有「期

待視野」內的接受，有無前言、後記並不會直接造成閱讀時的重大偏差。但對

於現代派作品而言，情況就有所不同了。現代派作品對於1970年代末、80年

代初的廣大讀者來說，是一個相對陌生的領域。1950至70年代對歐美文學的

有意遮蔽和剝離，使得廣大讀者並不知道有現代派的存在。對於這樣一種陌

生而普遍讀者又沒有閱讀經驗的作品，《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中前言、後記的

作用就帶有建構「前理解」或「期待視野」、避免閱讀和接受時出現偏移現象的

意義。這是一個新的領域，充滿未知甚至爭議，因而面對這樣一種文學形

態，「指導」就顯得尤有必要了。

除了指導之外，《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中前言、後記部分也在試圖建構一

種闡釋現代派的合法角度。當時已有批評家敏銳地注意到這些指導性文字所

表徵的「反映論」式的闡釋角度：「這些理論文字中的一部分，具有一種比較一

致的傾向：偏重於強調他們所評論的作品『反映』了甚麼，而不提或很少提這

些作品『宣揚』了甚麼。這種傾向在當前對西方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中，在那

些偏向於基本肯定現代派文學的同志中也比較普遍。」bl換句話說，這其實是

試圖用現實主義的文學成規來解讀現代主義，或可看成是當前語境下一種對

接的嘗試和建構合法性的努力。現實主義話語是彼時毫無疑問的合法性話

語，現代主義則很可疑，對於這樣一種話語，如何使之被人們接受並獲得合

法性，就成為一個問題被提出來。因此，借用合法性話語對現代派加以闡

釋，就成為有效且可行、穩妥而易於被接受的策略選擇。

而事實上，選本的閱讀接受與前言引導之間並不總是彼此一致，其間總

有逸出現象的發生。換言之，由於讀者的不同，因此並不總能按照前言引導

那樣進行閱讀。而這恰恰被敏銳的批評家發現，「運用反映論的武器，從各各

不一的扭曲關係中，分析出這些作品在客觀上反映、刻畫、揭露或暴露了甚

麼，從而指出其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確實十分重要，而且往往並不容易做

到。但是，文學作品所直接和更有力地作用於讀者和社會的，是它們所宣揚

的東西。現代派作品沒有宣揚多少好東西。不強調指出它們宣揚了甚麼，並

予以應有的批判，對於握有馬克思主義批判武器的我們，不能不說是未能盡

到我們的責任」bm。這樣來看，選本的意義還在於其以看似客觀的存在形式本

身來等待讀者自行去加以閱讀。這是一個充分敞開的世界，因應讀者的不

同，就會有各種可能的理解和接受。文學觀念的更新正在這各種可能之中，

潛移默化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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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十七年文學作品選和現代派作品選的編纂出版，代表着1980年代

文學資源的取捨和文學價值的創建，那麼爭鳴作品選和思潮選本的出版，則有 

效地參與了1980年代自由批評空間和文學場域的建構。眾所周知，在一體化的

1950至70年代，對於文學批評實踐而言，往往只有被批評，而很少有反批評

的可能，這從當時出版的許多大批判集即可看出bn。此一狀況在1980年代有了

根本性的改變，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爭鳴作品選的出版。其中有北京市文聯研究

部編的《爭鳴作品選編》（兩輯）、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編選的「新時期爭鳴

作品叢書」（十五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教育學院分會編選的《新時期爭鳴 

作品選》（四冊）、韋實主編的《新十年爭議作品選（1976-1986）》（三卷）等bo。

就爭鳴作品選的編纂而言，它有一個重要的理論預設，即存在這樣一個

空間：批評家和作家可以就某部作品或某個文學現象發表自己獨立的看法並

展開自由爭鳴。但事實上，這一空間其實很有限且構成複雜bp。爭鳴之外，

實際上存在着某種可以稱之為「文化領導權」的爭奪這一事關1980年代意識形

態建設的大問題，這從當時影響很大的《喬廠長上任記》事件可以看出bq。另

外還應看到，這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式的景觀，某種程度上也是爭鳴作

品選大量集中出版所形成的效果，雖然說1970、80年代社會大轉型確實能營

造爭鳴作品集中浮現的空間，當時眾多爭鳴作品選的出版似乎給人爭鳴蓬勃

展開、思想高度自由的主觀印象，但事實並不如此。僅就眾多爭鳴作品選中

所收錄的作品就可以看出，其間有大量的重合，有些甚至連所附評論文章也

幾乎一致br。這樣一種彼此雷同、互有包含的重複現象，表明了編選者有意

誇大、營造爭鳴空間的意識形態訴求，不難看出其建構批評空間的努力。

某種程度上，通過這一自由討論的批評空間的聯結紐帶，也是在建構一

種「想像的共同體」——自由討論的文學共同體。聯繫1980年代的文學環境便

可看出，政治上的干擾與介入、大批判的殘餘、文學上的條條框框的束縛等， 

都是當時文學批評的實際情況。但對爭鳴作品選的出版來說，卻大多對這些

複雜情況做了簡化處理。一般的做法是：把爭鳴作品和相關評論文章並置一

處（即評論文章附於爭鳴作品後面）。這是一種典型的批評空間的建構策略，

其給人的印象是，這只是觀點上的分歧的體現——作者與作者之間的、作者

與批評家之間的、批評家們之間的，因而讀者在閱讀作品後，會被有意無意

地呼喚參與到作品的討論中來。這一並置的另一意義還在於創作和批評間平

等地位的想像。十七年時期，批評的地位主要表現在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體

現和對創作的引導兩個方面bs，批評和創作間的地位並不對等bt。爭鳴作品

選中把作品和評論文章並置一起，看似不帶主觀色彩，但對創作地位的提高

以及正常的文學批評的展開卻有積極意義。

就爭鳴作品選的編纂而言，這一自由批評空間的建構，除了體現於作品

爭鳴的展開方式之外，還表現在邊界和範圍的設定上。《爭鳴作品選編》是 

其中典型，該書〈前言〉指出：「我們根據爭鳴內容，粗略分為反映我們社會 

的『陰暗面』，反映十年內亂的『傷痕』，反映戀愛、婚姻、倫理道德和藝術 

探討及其他等四個方面的作品。」ck《新時期小說爭鳴選》曾計劃把爭鳴作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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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革文學卷」、「知識份子卷」、「青年文學卷」、「女子文學卷」、「愛情婚姻

卷」、「市井文學卷」等（後來只出版了「愛情婚姻卷」）cl。從這裏不難看出，

所謂邊界和範圍的設定，其意義不在於範圍的大小，而在於爭鳴本身，以及

對其爭鳴功能的認定上。也就是說，爭鳴範圍的圈定，表明很多方面的問題

或命題都能夠通過爭鳴的方式得以展開，並期望得到解決。這不是批判式

的，也非行政上的命令；在這背後，是爭鳴的主體性的形成。

今天看來，爭鳴現象的出現還在於作品引起的話題的公共性，以及對「新

時期共識」cm的篤信。簡言之，在1980年代，人們普遍認為很多事情只要通

過討論和爭鳴，就可以甚至必定能夠產生一個共識。誠如《1983-1984短篇小

說爭鳴集》的編選者所言，「爭鳴的目的，在於辨明和服從真理」cn，這一共識

的篤信源於文革作為一個「大他者」式的存在，人們從對文革的批判中達成普

遍共識，而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又從正面意義上為共識的建構提供理論依據。

然而，共識不是結論或定論。在1950至70年代的文化實踐中，政治的介入往

往能形成定論，但這些定論是以權威的方式建立；對於共識而言，卻有賴於

參與者對自身平等地位的想像。同時，共識也不是多元化。1990年代文學創

作相比1980年代雖有更多可能，但這一多元化是以瓦解中心和宏大敍事的解

體為前提的co；共識的建立則必須以中心和宏大敍事為前提。共識的存在，

是爭鳴得以產生的重要前提，捨此，爭鳴則可能變成自說自話，眾聲喧嘩。

可以說，正是從這三個層面——作品爭鳴的展開方式、邊界和範圍的設

定以及作品引起的話題的公共性，爭鳴作品選的出版有效地建構了對1980年

代文學批評空間的想像，就像當時一部爭鳴作品選的〈出版說明〉所說，編選

叢書是「為了總結小說創作探索中的得失，並為讀者提供一條把握八十年代小

說創作發展的脈絡」cp。1980年代文學的「發展的脈絡」，就是文學健康發展、

文學的主體性不斷提升，以及文學批評空間不斷擴展所共同構成的文學場域

逐漸建立的過程。這些都與爭鳴作品選的編纂出版及其努力密不可分。

事實上，有關1980年代文學空間及其自由爭鳴展開的想像，還有賴於文

學思潮選本的編輯出版。雖然說文學思潮的此起彼伏是1980年代人所共知的

事實，但如果從文學出版的角度看，其被人們認識、接受並視為理所當然卻

是文學批評有意建構的結果。在這方面，思潮選本的編輯出版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吳亮等編的「新時期流派小說精選叢書」（八冊）、 

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文藝探索書系」（多冊）、藍棣之和李復威主編的

「80年代文學新潮叢書」（十二冊）、張學正等主編的「八十年代中國文學新潮

叢書」（六冊）等cq。

思潮選本不同於其他類別選本的地方在於，它是最能體現編選者作為批

評家的主體意識的文學實踐。「新時期流派小說精選叢書」《意識流小說》一冊

中〈編者的話〉指出：「總之，能夠被公認為流派的小說現象並不多，大量小說

現象還處於混沌狀態，沒有獲得作為流派的存在方式。不過，如果我們把流

派確認為一定的審美品質同相應的表現形式和手段在諧調狀態中體現出來的

某種傾向，並且這種傾向又是在具有一定數量的作品中呈現出來，那麼就會

發現，確認流派的存在還是不無可能的。」cr從這段話不難看出，把「未然」與

「或然」建構成「已然」與「必然」是思潮選本的顯著特徵，這一傾向決定了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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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術論文 選本的主體性表徵不僅表現在作品的遴選和思潮的「確認」上，還表現在文學

創作的命名和對文學場域的主觀建構上。

以「八十年代中國文學新潮叢書」為例，這裏的「新潮」顯然不僅僅是指思

潮或流派，按其各冊所載〈前言〉：「所謂新，就是側重選收體現着新的文學樣

式、新的藝術手法、新的思潮流派的作品。」cs結合其所選作品（包括小說、

詩歌在內）來看，其所謂「新」的訴求，既表明它不同於1950至70年代文學，

也在某種程度上重寫了1970、80年代所開啟的關於「新時期文學」的想像。我

們知道，轉型期的所謂「新時期文學」，是以復歸十七年文學傳統並發展壯大

為其重要標誌的，代表性的文學寫作有所謂「傷痕」、「反思」、「改革」（這三種

也被稱為「問題寫作」）、知青寫作和「歸來」詩歌等思潮，而這些都沒有被納

入這一套叢書之中。

此外，就這套叢書中的小說選本而言，這裏所謂「新潮」的命名和分類，

既不精確，也並不科學，既帶有以西方的現代派思潮生硬地命名中國當代文

學寫作的傾向，如所謂「荒誕」、「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等；也帶有努力

建構1980年代之「新」氣象的企圖，這從所謂「紀實小說」、「性愛小說」、「抒

情小說」、「意象小說」等命名可以得見。這些所謂「新潮」小說，不論從其命名

還是實際情況來看，都未必有多「新」，而且大多數時代都會出現。但另一方

面，這些命名和歸類確乎又是在1980年代才逐漸凸顯的。比如，「性愛小說」

一類在1950至70年代是很難想像的。從這個角度看，這種命名和歸類體現的 

是其背後建構1980年代文學「新潮」的努力。至於「意象小說」命名的由來，則 

是英美「意象詩派」與中國古典寫意傳統在新的時代融合的產物，「新時期的一

些作家在繼承中國古典詩詞寫意傳統的同時，又借鑒了西方意象派詩歌的一些

創作技巧與方法，運用於小說創作，就產生了意象小說（有人又稱之為寫意小

說）」ct。可見，「意象小說」的命名本身其實是內在於有關1980年代文學的想

像之中的。雖然編選者也指出「汪曾祺、阿城、韓少功、賈平凹、莫言、何立

偉的一些作品，被認為是意象小說的代表作」dk，但收錄於「意象小說」名下的

卻只有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1985）和何立偉的《一夕三逝》（1985）。因而這

裏的問題是，兩部或數部小說能否以「思潮」論？「思潮」的命名是否應以幾部

作品的共同傾向性為宜？其作為「思潮」的命名，又是否需要理論上的積極宣 

導？但這些對於編選者而言，似乎都不成問題。因為他們的意圖很明顯，即在 

文學批評的角度構築文學上的「新潮」景觀，而無意於理論探討上的精確與否。

可見，思潮選本中的命名準確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背後編選者

個人主體性的凸顯。這顯然不是文學史選本，批評的主觀性是其顯著標誌；

但這一批評的主體又非1950至70年代那種權威意識形態的化身。權威意識形

態批評講究的是準確且一錘定音，而真正的批評選本則凸顯編選者的個人主

體性，從這個角度看，命名的隨意性不可避免dl。而這恰恰是思潮選本的規

定性特徵：它不講求穩妥準確、涵蓋面廣，只講求能自圓其說、為我所用。

仍以「意象小說」的命名而論，編選者在介紹文字中稱：「這些小說不注重

於寫實，而集中筆墨於意象的營造。作家從真實的、具體可感的形象、物象、 

氛圍、場景等具象入手，將自己的意緒心態溶解其中。」dm若按照其定義，汪

曾祺的《受戒》（1980）當屬於此類。如前所述，編選者在談到「意象小說」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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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例舉了汪曾祺等作家，但在編選時，很可能為服務於其編選預設的需要而

把《受戒》放在同一冊的「新鄉土市井小說」的範疇之中dn，以凸顯其鄉土寫作

之「新質」。再如馮驥才的作品，編選者似乎為了分類的需要而把他的《神鞭》

（1984）指認為「通俗小說」，把他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1982）說成是「新

鄉土市井小說」do，這是為了編選的需要而把同一作家的同類作品人為地分為

不同類別的典型做法。顯然，這裏的諸多命名間往往互有抵牾且標準不一。

有些是以題材為命名分類的依據（如「新鄉土市井小說」），有些是以主題上 

的共同傾向為準則（如「性愛小說」），有些又是以風格上的相近為標準（如「荒

誕與黑色幽默小說」），有些則以其與現實的關係為前提（如「紀實小說」）， 

等等。命名標準和前提的差異，會造成其所建構的1980年代文學景觀給人 

繁複多變之感，但另一方面，1980年代文學之「新質」也正是在這種繁複中彰

顯出來。

四　主流意識形態訴求與文學秩序的重建

雖然說1980年代文學有其自由展開的空間，但這並不意味着主流意識形

態毫無作為；相反，建構新的文學秩序仍是其念茲在茲的意圖。只不過，此

時所採用的不再是1950至70年代那種動輒扣帽子、打棒子的否定排斥機制，

而是一種以文學評獎為核心的獎勵引導機制，這與1980年代文學評獎的積極

展開密不可分。但文學評獎若要具有持續的影響並能有效引導文學創作的

話，還有賴於獲獎作品集的出版。

關於1980年代文學評獎的意義，很多研究論著都有涉及dp，但對於獲獎

作品集的出版意義，則多為研究者所忽視。在這裏，忽視獲獎作品集的出版

意義，或只是把獲獎作品集視為文學評獎的附屬，恐怕失之片面。有研究者

指出：「反觀新時期以來的全國性文學評獎，感覺總是受藝術標準以外因素的

影響太多，而藝術標準在政治、商業、時潮、讀者輿論、宗派與圈子等種種

聲音的夾擊下，往往成為最早被犧牲的價值。」dq這一判斷當然可以理解，但

如果換一個角度看，這恰恰是1980年代文學有別於十七年文學的地方。一體

化時代的結束並不意味着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失效，而只是表明主流意

識形態「規訓」或「詢喚」方式或方法的改變。可以說，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

周揚才在1981年提出「要發揮評獎的積極作用」。評獎通過對「人們健康的欣

賞趣味和欣賞水平」的「培養和提高」，而能「大大發揚文藝創作中的社會主義

和愛國主義精神」，在他那裏，這些都是評獎的目的所在，彼此之間是相通且

互相聯繫在一起的dr。如果說十七年文學那種壓制的、大批判式的意識形態

規訓容易引起人們的反叛和質疑的話，那麼通過文學評獎的方式而展開的引

導則更具隱蔽性，也更為有效且具有長期而深遠的影響。就文學評獎的設置

而言，其引導的訴求十分明顯，「評選的意義，不僅止於表揚一批作家作品，

更重要的還在於它對整個創作的今後趨向將產生深遠的影響」ds，而這一引導

的功能卻必須只能體現在閱讀接受和對創作的影響上。這些都與獲獎作品集

的出版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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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術論文 獲獎作品集屬於選本的一種，但又不同於一般的選本。獲獎作品集中雖

幾難看出編選者的意志，因為它看起來只是獲獎作品客觀而簡單的結集，但

另一方面卻也是主流意識形態詢喚功能發揮得最為酣暢淋漓的地方，而這是

單個的獲獎作品所不能顯示的功能：通過諸多獲獎作品的並列一處顯示其共

同傾向，以此影響讀者並作為作家創作的方向和榜樣。在這當中，主流意識

形態是以共同傾向的形式顯示其主導地位和存在意義的。這些共同傾向主要

表現在：積極向上的樂觀精神和「愛國主義」的張揚、題材和主題的導向（表現

時代精神和主題的作品仍然廣受推崇），以及社會主義「新人」等人物群像的塑

造上dt。這很容易讓人想起1950至70年代的文學一體化進程，雖說彼時的很

多提法或做法在1980年代都被否定，但若從福柯（Michel Foucault）意義上的

「認識型」角度來看ek，兩個時段的文學規範表現在「認識論的基礎」上，並沒

有本質上的不同：都是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確立的意識

形態框架（即所謂文學為「甚麼人」服務以及「怎麼為」的問題）內展開或調整。

雖然這些規範讓人聯想起1950至70年代，但並不讓人心生抵觸之情，因

為這背後體現的是廣大群眾的意志：文學評獎是在群眾廣泛積極的參與下展

開的。關於這一點，也是獲獎作品集所要集中強調的：其意義正體現在獲獎

作品入選的合法性論證和意識形態運行機制的呈現上。1980年《人民文學》編

輯部編的獲獎作品集中〈欣欣向榮又一春——記一九七九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

評選活動〉一文指出：「據粗略統計，『投票』的讀者中工人約佔百分之四十；

其次是學生，超過百分之二十；各級廠礦、事業單位的幹部，接近百分之

二十；特別令人欽敬的是，中學教師對文學作品的社會職能尤為關注，他們

踴躍參加評選，竟佔投票的百分之十；其餘百分之十為農民、戰士和其他行

業的文藝愛好者。」這裏的「讀者」實際上包括了「人民」範疇內的幾乎所有組

成部分，而這也似乎是在表明或暗示評選活動的代表性、廣泛性和正當性。

因此，《人民文學》編輯部評選工作小組的功能就似乎體現在調和群眾和專家

之間的意見：「在充分聽取和吸收群眾、專家以及有關方面的意見後，經本刊

編輯部全體同志多次開會討論，初步選出一批優秀作品，提供給評選委員會

參考。」el從這裏的敍述可以看出，既然獲獎作品都是經由群眾推選、專家評

議，層層選拔而來，其所可能具有的共同傾向性特徵只能表明乃群眾意志的

體現。某種程度上說，這一效果也是被預先設計好的。

文學評獎是在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展開，其之所以提倡「專家與群眾相

結合的方法」，意在召喚廣大群眾和知識界的積極參與em。而事實上，正是

1978年以來《人民文學》啟動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活動創造了一種主流意

識形態、廣大群眾和知識界「親密合作」的形式，「幾年來的實踐證明，群眾與

專家相結合的原則的實施，並沒有出現群眾推薦與專家評議互不相容的矛

盾⋯⋯群眾和專家有着十分和諧的、很高程度的一致性」en。換言之，如果有

其「一致性」的共識的話，那也只是群眾意志的客觀呈現，而非主流意識形態

所刻意營造。可以說，正是從這裏，主流意識形態充分意識到文學評獎的巨

大意義：其既能有效彰顯出主流意識形態的「規訓」意圖（文學評價體系的延

續），又得到廣大讀者、專家和知識界的積極支持和廣泛參與。因此，從第二

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活動（1979）開始，主辦單位由《人民文學》升級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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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作家協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我們也應看到，正是這「專家與群眾相結

合的方法」暴露了主流意識形態的運行機制：即表現在彼此間的協調、合作以

及其對平衡點的裁決上。從這個角度看，文學評獎的成功開展，其實是這三

方面的合作與角逐的表徵。

如果說文學評獎及其作品集的出版，是以制訂規範來建構新時期文學秩序

或制度的話，那麼文學年選、年鑒的大量出版，則是以對文學盛況及時記錄

的方式參與新時期文學格局的正面建構。早在五四時期以迄，文學年選就已 

出現，如《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短篇小說年選（1931年）》等，建國後 

的1956年前後也有過短暫的恢復，如《1956短篇小說選》eo，但年選的真正常

態化卻是自1980年代始。至於年鑒的出現，並非始自文學領域，但以年作為

衡量時段，則表明了人們對文學寄予的厚望以及文學現代性的表徵：似乎文

學的進程在一年一年地向前發展，如不以年為衡量單位，則不能顯示出文學

的繁榮程度，如中國新聞出版社出版的《1984中國小說年鑒》（十卷）ep。鮑曼

（Zygmunt Bauman）曾在《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中指出：「時間歷史

以現代性為起點。⋯⋯現代性就是時間的歷史：現代性是時間開始具有歷史的 

時間」，「時間變成了一個『硬體』（hardware）的問題，人類能夠對這一硬體加以 

發明、建造、使用和控制，時間再也不是絕望地無法延伸的『濕件』問題，也不

是變化莫測、反覆無常的、人類無法加以控制的風力和水力的問題」eq。換句

話說，時間變得可以計算和控制，可以安排和處理。年選和年鑒以年為計量

單位，顯現出來的正是這樣一種對文學的線性發展的現代性期望和想像。

從歷史上看，1950年代中期之所以出現年選的編纂，與「百花齊放、百家

爭鳴」方針的提出及其背後呈現出的對文學繁榮復蘇的期望密不可分。在經過

了建國後主流意識形態規訓的幾年後，隨着「雙百」方針的提出，一個新的文

學場域逐漸形成，文學規範的漸趨鬆弛與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是年選的編纂

得以展開的重要前提。從這個角度看，1980年代年選的浮現之於1950年代中

期，兩者之間有着內在的關聯和一致性。所不同的是，1980年代的文學環境

更為寬鬆和更趨穩定，因而年選的編纂也更趨常態化。而這也正好說明，年

選的常態化其實是從另一方面建構了1980年代的新的文學秩序。對於年選的

編纂而言，其常態化和相對固定的評判模式至關重要，而這在日趨激進的

1950至70年代是很難想像的。

但我們也要看到，正是這相對穩定的編選標準使得年選雖然最能反映時

代的變遷和文壇的動態，卻又傾向於保守持重。年選編選標準的穩定及其持

續性，使得它很難把那些具有先鋒或試驗性質的作品收錄其中。可以說，正

是這一保守性質，決定了1980年代年選在面對文學上的創新時，大都表現出

一種謹慎的、甚至拒斥的態度。例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五年短篇

小說選》中，選入鄭萬隆的《老棒子酒館》、扎西達娃的《繫在皮繩扣上的魂》

和徐星的《無主題變奏》等尋根文學或現代主義作品er，而沒有選入殘雪的《山

上的小屋》、《公牛》，馬原的《喜馬拉雅古歌》、《疊紙鷂的三種方法》，阿城的

《遍地風流》等更具衝擊力或個性的作品es。關於這一點，或許可以從編選者

相同的《一九八六年短篇小說選》中的〈小序〉裏得到佐證：「思想解放了的作

家在借鑒西方和光大傳統方面尋找出路，創立流派，確定個性。小說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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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術論文 愈來愈開闊，作家的手法愈來愈新穎，創作個性愈來愈獨特⋯⋯當然，藝術

創新難矣哉，出奇制勝者有之，莫名其妙者亦有之。」et1985年是1980年代中

國大陸文壇中深具象徵性的一年，這一年的小說創作新潮湧動，風起雲湧。按

照編選者的邏輯，前面提到的幾篇未被收入年選的作品，應該屬於所謂的「莫

名其妙者」了。同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一年詩選》和《一九八二年

詩選》中，對朦朧詩的態度也是如此。兩部詩選中，僅收錄顧城、舒婷和傅天

琳的詩各兩首，江河、王小妮和梁小斌的詩各一首，而像北島、楊煉的詩，

更沒有被收入fk。

1980年代年選的編選不同於民國時期的地方在於，年選的編選雖是文學

批評的一部分，但也是主流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這從年選的編選標準可以

得見，即所謂「內容健康，風格和手法有新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思想藝術價

值」fl，「在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前提下，反映現實生活、 

表現當前人民情緒的作品優先入選，盡量做到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和諧統一，

題材、形式、風格的多樣化」fm。這樣一種一以貫之的標準，決定了年選的編

選者即使是個人（例如前面提到的1985和1986年短篇小說選），其個人意志也

不可能得到太多彰顯，畢竟編選標準沒有明顯的改變。另外還要看到，建國

以後的文學制度，決定了年選的編輯出版從來都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主流

意識形態或集體的意志的顯現。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年選系列可謂典型，

其中，短篇小說年選（1977-1994）和中篇小說年選（1979-1994）由人民文學出

版社編輯出版，詩歌年選（1981-1992）由《詩刊》社編選fn，這些文學機構都是

主流意識形態的執行者或管理者。

雖然說年選是每年一選，但其對1980年代文學秩序的建構作用卻常常只 

能在相對較長的時間段中才會顯示出來。這與文學年選的經典化功能有關。因

為是每年一選，年選對於建構作品經典性的作用並不明顯，而現代性的邏輯關

係及其線性時間觀，也使得前後各個年選間的關係並不穩定，這與經典作品所

具有的相對穩定性有一定矛盾。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年選的意義與其說表現

在所選作品的經典化上，不如說表現在所選作家的經典化上。不同年選所收

作品之間雖有彼此抵牾衝突之處，但在作品背後的創作主體——作家——這

一點上卻相對穩定而具有延續性。如果說年選通過選誰和選多少篇（有些文 

學年選，一冊之內收錄同一作家幾部作品fo）來確定作家的經典地位的話，那 

麼這一經典化就表現在一定時期內，一個作家被選次數的多寡上。而事實上， 

所選作家次數的多寡，也正是作家在一定時期內活躍程度的顯現及表徵。

通過梳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1977至1989年的十一卷（1979年選從缺）

短篇小說年選，可以比較清晰地「還原」出一幅1980年代作家構成的動態分布

曲線圖fp。在這一分布曲線圖中，不僅可以看到老中青三代之間的此消彼

長，以及青年一代逐漸佔據文壇主導位置的過程，還可以看到1980年代經典

作家如何一步步成長又如何分化的複雜過程。其中像王蒙、劉心武、蔣子龍、 

李國文、林斤瀾、張潔、張弦、汪曾祺、高曉聲、何士光、金河、陸文夫、

周克芹、彭見明等，都是出現四次或以上的作家；出現三次的作家有矯健、

陳建功、鄧友梅、張石山、鐵凝、扎西達娃、蘇叔陽、許謀清、趙本夫、諶

容、喬典運、烏熱爾圖、石言等。他們都可謂是1980年代的經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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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這一經典作家群體的構成，其實也是主流意識形態

營造的效果。有些作家如韓少功、賈平凹、賈大山、張抗抗、史鐵生、甘鐵

生、梁曉聲、鄭萬隆、阿城、張承志、鄧剛等，雖出名較早，且在當代文學

史上的地位並不在上述作家之下，但被選入次數不多。這些作家幾乎大都是

知青出身，這一現象表明，知青作家的作品在當時雖然影響較大，但並不為

主流文學界或主流意識形態所完全接納。而至於像莫言、劉索拉、殘雪、 

格非、馬原、孫甘露、洪峰（余華除外）等所謂的現代主義作家或先鋒作家，

他們雖活躍於1980年代後半期，但作品都沒被選入短篇小說年選中。同是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編輯的中篇小說年選（以1986到1989年這四年間出版的

1985、1986、1987、1988年中篇小說選〔共八輯〕為例），雖然選收標準較為寬

容，1985年選本選取了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王安憶的《小鮑莊》和莫言的

《透明的紅蘿蔔》、1986年選本選取了莫言的《紅高粱》、1987年選本選取了洪

峰的《瀚海》等fq，但韓少功的《爸爸爸》（1985）、《女女女》（1986），余華、格

非、北村、孫甘露和馬原等人的先鋒代表中篇，仍不見蹤影。大部分現代主

義或後現代主義作家（或小說創作）的缺席似乎意味着，主流文學界及其意識

形態對他們所進行的文學實驗的不理解、質疑以至否定。或者可以說，這三

類作家在短篇小說年選中的分布情況及其收錄次數的多寡有無，分別代表了

主流意識形態的三種典型態度（肯定、猶疑和質疑），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們

在1980年代文壇的地位和影響。從這個角度看，上述小說年選系列顯現出來

的無疑是1980年代文學秩序的獨有現象。

五　結論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文學選本編纂從文學資源

的取捨、文學空間的開創和文學秩序的重建三方面，有效塑造了指向1980年

代文學這一「能指」的想像、追求和建構的過程。這一建構過程，體現的是國

家主流意識形態、知識份子和廣大讀者（或者說是民間）間三方面的密切合

作，以及其背後作為前提的現代化意識形態和「新時期共識」的存在。關於這

一點，如果對比1950至70年代與1990年代選本中編選者的構成，不難得到印

證。1950至70年代選本中，編選者的個人主體性幾乎很難體現，而在1990年

代，編選者背後呈現的更多是知識份子和市場邏輯的合謀fr。相對而言，

1980年代選本中編選者的構成及其身份則要複雜得多，既有廣大群眾的參與

（如獲獎作品集），又有國家意識形態的呈現（如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名義編輯

出版的短篇、中篇小說年選，以《詩刊》社的名義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的詩歌年選），以及編選者個人主體性的表徵（如《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和思潮

選本）。而即使是以客觀性的文獻形式存在的選本（如爭鳴作品選和獲獎作品

集），其背後的編選者的主觀性和意識形態色彩也很明顯。如此種種，都一再

表明1980年代選本編纂的複雜構成，而這確乎又為1980年代所獨有，其對

「文學新時期」（或「新時期文學」）的想像性指認及新時期意識形態的建構等方

面，都有不容小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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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術論文 然而，我們也應看到1980年代選本編纂雖說表現出迥異於1950至70年代

選本的特點，但其間的內在關聯仍不容忽視。一方面，當代中國文學選本格

局的建成完善雖然是在1980年代，但若沒有十七年時期的實踐，則是不可想

像的；另一方面，如果說1980年代選本編纂塑造了「文學新時期」的意識形態

的話，那麼1950至70年代的文學選本也同樣有效建構了彼時的文學格局和秩

序。只不過世易時移，文學制度的演變以及時代的轉折，賦予文學選本新的

使命，而各個層面的編選者也在「新時期共識」的召喚下積極參與、密切合

作，遂終在發生學意義上完成了對1980年代文學場域的有效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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